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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包容性增长是乡村振兴的本质要求，农民组织化是重塑乡村主体性并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

路径。研究基于云南省乡村面板数据，应用广义矩估计模型(GMM)，揭示了农民组织化影响乡村包容

性增长的路径机理。研究发现，农民组织化具有“做蛋糕”和“分蛋糕”的双重功能：以农村基层党

组织为表征的农民政治组织化具有积极的收入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促进了乡村包容性增长；以

农民合作社为表征的农民经济组织化具有积极的收入增长效应和消极的收入分配效应，在提高乡村收

入水平的同时拉大了乡村的贫富差距；组织互嵌具有积极的收入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促进了乡

村包容性增长。更为关键的是，农民合作社的收入分配效应并不是天然的，其“益贫性”依赖农村基

层党组织的嵌入、精准扶贫政策的介入和较高的乡村经济发展水平。据此，从提高农民参与农村基层

党组织积极性、创新农民合作社体制机制和加快“党支部+合作社”互嵌式发展方面，提出了促进乡

村包容性增长的农民组织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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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编写的《增长报告：可

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的战略》指出，包容性是

成功增长战略的基本要素[1]。中国已将包容性增

长的理念付诸于行动，在 2020 年决战脱贫攻坚

取得全面胜利的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

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持续提高低收入群体

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

共同富裕”。可见，通过包容性增长促进共同富

裕，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意义重大。目前来看，

共同富裕最艰难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城乡

差距和农村内部差距是发展不平衡的最集中体

现。2020 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仍然高达

2.56，农村中高收入户(前 20%)的人均可支配收

入是农村低收入户(后 20%)的 8.2 倍。农村收入

分配差距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在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的这一关键时间节点，

促进乡村包容性增长，在“做大蛋糕”的同时，

又“分好蛋糕”，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

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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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关于乡村包容性增长的研究发现，新型

城镇化、农村基础设施、农村普惠制金融、旅游

产业对缩小城乡差距和促进乡村包容性增长具

有积极影响[2−5]。费孝通在《乡土重建》中曾说：

“没有人应当主张维持体力劳动的经济，对于新

技术自没有反对的理由，但是我们决不能忽视，

新技术如果没有新的社会组织(尤其是分配方式)
相配合，也极可能引起对人民生活上有害的结

果。”这说明通过新技术缩小城乡差距和农村内

部差距，进而促进乡村包容性增长，必须辅之以

新的社会组织，农民组织化至关重要[6−7]。正如梁

启超所说，“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独故塞，

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

农民组织化是促进乡村发展的关键一招，只有组

织起来的农民才能促成乡村重建主体性的重塑，

才能激发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新时代乡

村振兴战略加快实施，更需要激发农民组织的活

力。为此，《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及修订版(1999 年和 2018 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及修订版(2006 年和 2017 年)
接连颁布实施，我国农民组织化进程也加速发

展。其中，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以
下简称农民合作社)是农民组织化的最为重要的

载体，已成为农民组织化与乡村发展研究的重要

切入视角。关于农村基层党组织与乡村发展，不

仅研究成果较少，而且研究结论相左。农民政治

组织化影响乡村发展的案例研究表明，党员干部

领办型、经济能人带动型与贫困户联合型等三种

“村党支部+合作社”产业扶贫模式，在推动农

村经济发展、增加贫困户收入和提升贫困户发展

能力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8]。而基于农民组

织化反贫困的实证研究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即

农民政治组织参与广度对农民贫困发生率具有

消极影响[9]。关于农民合作社与乡村发展，相关

的研究成果丰硕。但遗憾的是，学术界对农民合

作社的“益贫性”一直存在着争议。一种观点认

为合作社具有显著的“益贫性”，对收入分配具

有积极影响。农民组织化具有显著的反贫困效

应，且这种效应主要来自经济组织参与的广度[9]。

加入合作社对促进贫困农户和低收入农户增收

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让贫困户人均纯收入增加

872 元，对实际贫困户的增收效应更大。而且，

社员获得满足其需求的服务是合作社提高农户

收入的前提条件[10−12]。另一种观点认为合作社具

有显著的“益富性”，对收入分配具有消极影响。

囿于发展较弱和成员的异质性，合作社存在社员

受益不均的现象，核心成员受益程度普遍高于其

他角色的农户，普通社员无法受益，对于非社员

的溢出效应更是无从谈起[13−14]。 
综上所述，学界对农民组织化和乡村包容性

增长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这为本研究提供了诸

多方面的启示。但既有文献在研究对象上侧重农

民经济组织，在研究内容上侧重农民经济组织化

对收入增长效应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则侧重定

性的理论与规范分析。针对以上不足，本文尝试

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改进：(1)在研究视角方面，

将包括农民政治组织化、农民经济组织化及二者

交互形成的组织互嵌同时纳入研究的视野。(2)
在研究内容方面，基于包容性增长理论，构建了

从农民组织化到乡村包容性增长的概念模型，揭

示了不同类型农民组织化对收入增长效应和收

入分配效应的影响。(3)在研究方法方面，基于收

入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的数理模型，采用可

以克服扰动项异方差、自相关以及内生性的广义

矩估计模型(GMM)方法进行参数估算。并进行时

间分区和收入分组的异质性分析，揭示农民经济

组织化影响乡村包容性增长的情景依赖。可见，

无论是出于对农民组织化多元实践效果的审视，

还是对农民组织化收入增长与收入分配效应的

双重检验，都需要对农民组织化与乡村包容性增

长关系展开系统而深入的分析。为此，研究基于

云南省自然村的大样本面板数据，应用 GMM 方

法，分析了农民政治组织化、农民经济组织化及

组织互嵌对乡村包容性增长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 
 

农民组织化是农民以他组织和自组织的方

式联合起来获得政治、经济利益的过程，主要分

为农民政治组织化和农民经济组织化两大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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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以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农民合作社为代表，并遵

循着政治与市场的主导逻辑[15−17]。包容性增长则

包括效率和公平两个维度，如果农民组织化提高

了乡村收入水平，即具有收入增长效应，同时收

入较低的乡村从农民组织化中获益更多，即具有

收入分配效应，就可以说农民组织化带来了乡村

的包容性增长。本文从农民政治组织化、农民经

济组织化和组织互嵌的角度，分析农民组织化影

响乡村包容性增长的机理与路径。 
(一) 农民政治组织化对乡村包容性增长的

影响机制 
农民政治组织化也称为农民的“他组织”，

是分散的农民联合起来加入政治性组织并参与

政治性活动的过程，能把农民的政治需求通过秩

序化的组织渠道进行表达。农村基层组织的再政

治化是农民再组织化的关键前提，为此需要重新

激活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性[18]。《中国共产党农村

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规定，以村为基本单元设置

党组织。有正式党员 3 人以上的村，应当成立党

支部。可以说，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中国农村分布

广泛，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

农民表达与维护自身利益的主要组织依托，对内

具有凝聚力，对外具有整合力[19−20]。首先，农村

基层党组织能激发乡村内生发展动力。党的农村

基层党组织是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和

服务群众的核心载体。通过思想引领和教育引

导，可以培育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唤醒农民主

人翁意识，促进农民集体行动达成，以投工投劳

方式参与乡村建设，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环境，进

而夯实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其次，农村基层

党组织能整合乡村内外部资源。经济建设是农村

基层党组织的重要职责和工作中心，通过整合和

激活乡村闲置、低效的资源资产，对接城市居民

农副产品消费、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等需求，可

以促进乡村产业“接二连三”融合发展。最后，

农村基层党组织具有利益协调和利益分配功能。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其他村级组织的领导核心，其

公共性的价值取向可以有效维护农民土地承包

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增加

农民地租、房租和分红等财产性收入。而且可以

实现下乡工商业资本的良性嵌入，让农民合理分

享农业全产业链延伸的增值收益。在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中，农村基层党组织更是成为党和国家

配套政策、项目和资源的承接落实主体[21−22]，避

免了政府资源投入的“内卷化”，使扶贫项目更

多地惠及贫困和低收入农户，缩小了乡村的贫富

差距。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H1：农民政治组织化对收入增长效应具有积

极影响。 
H2：农民政治组织化对收入分配效应具有积

极影响。 
(二) 农民经济组织化对乡村包容性增长的

影响机制 
农民经济组织化也称为农民的“自组织”，

是农民为了共同的经济目标，在自愿互利的基础

上组织起来的，实行自主经营、民主管理、自负

盈亏的农民合作组织形态。它具有规模经济、成

本节约和议价能力等方面的优势，让农民有效融

入农业市场化和农业产业化进程[23]。首先，降低

生产经营成本。农民合作社为成员统一提供采

购、生产、销售等全产业链的系列化服务，有利

于形成规模优势，降低农用生产物资采购成本、

农副产品生产成本和农产品销售的交易成本[24]。

其次，提高生产经营收益。由合作社对接市场减

少了销售环节，增强了议价的能力和对抗垄断的

能力，提高了农副产品的销售价格，实现了市场

的公平交易、农产品供应链的优化和市场效率的

提升[25]。最后，获得组织化收益。对于在市场交

易中处于劣势的小农户，农民合作社能够实现组

织交易的内部化，而且按交易量的盈余返还可以

让小农户获得一些“组织化收益”[12]。可见，以

农民合作社为代表的农民经济组织化促进了乡

村产业的规模化、专业化和社会化发展，提高了

乡村收入水平。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农民合作

社的制度表达与制度实践相背离的现象日益加

剧，出现从“合作制”到“会员制”蜕变的趋势。

在质性规定、经营决策和盈余分配等方面，不同

程度地出现了由劳动联合向资本联合、由民主控

制向内部人控制和由交易额返还向资本分红的

三重异化。其中缘由在于社员资源禀赋差异所诱

致的异质性社员结构，导致农民合作社的剩余控

制权和索取权主要由少数核心社员拥有。利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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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在核心成员与普通社员以及非社员之间具有

较大差异，相对于普通社员和非社员，核心成员

从合作社发展中获益更大[26−27]。基于以上分析，

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H3：农民经济组织化对收入增长效应具有积

极影响。 
H4：农民经济组织化对收入分配效应具有消

极影响。 
(三 ) 组织互嵌对乡村包容性增长的影响  

机制 
政治性、经济性和社会性构成了农民组织化

类型划分的多重维度[28]。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农民

合作社便是农民组织化的重要类型，它们都内生

于乡土“熟人社会”，彼此之间相互关联、相互

影响、相互融合，进而形成组织互嵌。建构组织

互嵌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民合作社，在地位上

具有平等性，在目标上具有一致性，在地域上具

有邻近性，而且组织成员生产生活的同质性和经

济利益上的相关性[29]，显著降低了农民组织化的

管理协调成本，促进了农民政治组织经济化和农

民经济组织政治化的互嵌式发展。一方面，农民

政治组织嵌入农民经济组织，能够改善农民合作

社内部治理结构，规避内部人控制，克服合作社

“经强社弱”的问题，促进合作社等农民经济组

织规范化运转，实现农民经济组织的“益贫   
性”[12,30−31]。另一方面，农民经济组织嵌入农民

政治组织，可以在村民之间建立基于资源配置、

价值创造与分配的利益关联机制，激发村民介入

村庄事务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农民据此组织起 
来[32]。而且这种基于利益关联方式所形成的紧密

利益共同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农村基层党

组织的物质困境，夯实农民政治组织化的经济基

础，成为乡村自治的重要组织载体[33]。可见，农

民政治组织与农民经济组织的互嵌，在组织使命

的顶层制度层次与组织行动的底层机制层次，实

现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匹配，促进乡村内部资

源与下乡资本的良性对接，实现乡村包容性增

长。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H5：组织互嵌对收入增长效应具有积极   

影响。 
H6：组织互嵌对收入分配效应具有积极   

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了农民组织化与

乡村包容性增长的概念模型，如图 1 所示。农民

组织化分为农民政治组织化、农民经济组织化和

二者交互作用形成的组织互嵌。乡村包容性增长

兼顾效率和公平，包括效率导向的收入增长效应

和公平导向的收入分配效应两个方面，只有农民

组织化对上述双重效应具有积极影响，才是兼具

效率与公平的包容性增长。 
 

三、数据、模型与变量 
 

(一)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云南数字乡村网。该网站是由云

南省省委、省政府 2007 年投资 3.5 亿建设的数字

乡村信息网络平台。它以自然村作为基本核算单

位，主要包括自然资源、人口状况、经济基本情

况、基础设施、文教卫生、社会保障、基层组织、

农村经营管理、特色产业等方面的数据，客观、 
 

 
图 1  农民政治组织化、农民经济组织化和组织互嵌影响乡村包容性增长的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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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科学、系统地反映了云南省农业农村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情况。在此，依托云南数字乡村网，

按照等比例抽样的原则，采用手工方法从云南省

16 个州市收集了部分自然村数据。样本选择中，

剔除了数据缺失和数据不完整的自然村，最终确

定将 299 个自然村从 2005 年到 2018 年的 3 263
个非平衡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同时，为消除

变量异常值的影响，采用 stata 软件 winsor2 命令

进行了缩尾处理，对异常值进行了替代，在保留

数据样本完整性的同时，消除了离群异常值的 
影响。 

(二) 模型设定 
本文旨在分析农民政治组织化、农民经济组

织化和组织互嵌对乡村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借鉴

张勋和万光华提出的包容性增长分析框架和方

法[3]，从包容性增长的收入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

效应两个方面进行验证，经过对变量的筛选，设

定了农民组织化影响乡村包容性增长的如下动

态面板模型，(1)式为收入增长效应模型，(2)式为

收入分配效应模型。 
0 1 2 3it it itLny β β PO β β OE    itEO       

itControls ε iμ            (1) 
  

0 1 2 3it it it itLny β β PO β EO β OE    

4 ( 1) 5 ( 1) 6 ( 1)i t i t it i tβ Lny β Lny PO β Lny       

7 ( 1)it i t it i itEO β Lny OE Controls μ ε                                   
(2)  

   其中，i 和 t 分别表示观测个体和时间，Lnyit

为农民人均收入，POit 为农民政治组织化，EOit

为农民经济组织化，OEit 为组织互嵌，是农民政

治组织化与农民经济组织化的交互项，Lnyi(t−1)为

农民人均收入滞后一期。β1、β2、β3 为农民组织

化的收入增长效应，若 β1、β2、β3>0，表明农民

组织化促进了乡村收入增长，反之，则表明农民

组织化抑制了乡村收入增长；β4 代表传统意义上

的收敛效应，β4>1 表明 Lnyit是发散的，反之，则

是收敛的；β5、β6、β7 为农民组织化的收入分配

效应，若 β5、β6、β7<0，则表明农民组织化改善

了乡村收入差距，收入较低的乡村从农民组织化

中获益更大，反之，则表明农民组织化扩大了乡

村收入差距。此外，Controls 为其他控制变量，μi

为不随时间变化的非观测固定效应，εit 为服从标

准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项。 
(三) 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农民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全年从各种渠道

得到的全部实际收入，是测度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常用的指标。在此，选择农民人均收入作为

被解释变量的代理变量[3,5]。按照如下公式计算而

得：农民人均收入=农村总收入/农村总人口=(农
村农林牧渔收入+第二三产业收入+工资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村总人口。同时将农村

总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作为衡量乡村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用于稳健性检验。其中，

农民人均纯收入是村居民当年总收入扣除获得

收入所发生的费用后的收入，即农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为减轻量纲和异方差的影响，回归时对被

解释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同时采用农村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以 2005 年为基期进行价格平减，

以反映农民收入水平的真实变化。 
2. 核心解释变量 
农民政治组织化主要依靠政府驱动机制实

现农民的“他组织”发展，通过有形的“看得见

的手”的外部行政力量将农民组织起来，它以倡

导公平正义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为代表。农民经济

组织化主要依靠市场驱动机制实现农民“自组

织”发展，通过无形的“看不见的手”的市场力

量将农民组织起来，它以倡导效益效率的农民合

作社为代表。参照相关学者的研究，选取村党员

人数比重衡量农民政治组织化，参加村农民合作

社的人数比重衡量农民经济组织化[9,16]。 
3. 交互变量 
组织互嵌是指不同类型农民组织在确保组

织法人资格独立、边界清晰和功能完整的前提

下，为实现农民组织的政治、经济等多重功能，

通过农民政治组织经济化或农民经济组织政治

化等方式实现农民组织的资源整合、功能拓展和

竞争力提升[34]。在此，选取农民政治组织化与农

民经济组织化的交互项作为组织互嵌的代理变

量。为避免核心解释变量与交互变量的多重共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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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对交互项进行了去中心化处理。 
4. 控制变量 
参照相关学者的研究，选取乡村人口、外出

劳务人数比重、土地流转面积、村集体总收入作

为控制变量[35−36]，对可能遗漏变量的影响，主要

通过差分 GMM 克服[37]。各种变量的类型、名称、

符号、含义、均值和标准差如表 1 所示。 
 

四、估计结果分析 
 

(一) 收入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的检验 
为了考察农民组织化对收入增长效应的影

响，依据(1)式进行回归，面板数据的回归可以采

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两种模型。在此，采

用 Hausman 检验进行选择，其数值为 91.69，达

到 0.01 的显著性水平，拒绝原假设，确定采用固

定效应模型。为了更好体现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

释变量的影响，依次纳入农民政治组织化、农民

经济组织化和组织互嵌等变量，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可见，模型 1、模型 2 和模型 3 总体拟合

R2 和调整 R2 均有提升，F 值也都达到了 0.01 的

显著性水平，说明模型整体拟合结果较理想。 
为了考察农民组织化对收入分配效应的影

响，本文将农民人均收入的滞后一期与农民政治

组织化、农民经济组织化和组织互嵌的交互项引

入方程以考察收入分配效应。同时，为克服农民

组织化的内生性问题，在此采用 Blundell 的广义

矩估计模型[38]估算(2)式。回归过程中，上述变量

的滞后阶数逐渐增加，直到模型没有自相关和过

度识别问题为止。由表 3 的回归结果可见，

AR(2)-P 值大于 0.1，表明模型通过自相关检验，

Hansen-P 值大于 0.1，表明模型通过了过度识别

检验。这说明模型无明显设定的偏差，估计的结

果是无偏有效的。 
农民政治组织化有利于乡村的包容性增长。

农民政治组织化的回归系数为正，模型 1、模型

2和模型3的回归系数都达到0.01的显著性水平，

说明农民政治组织化对收入增长效应具有积极

影响，提高了乡村的收入水平；农民政治组织化

与农民人均收入滞后一期的交互项的系数为负，

在模型 4 中达到 0.1 的显著性水平，说明农民政治

组织化对收入分配效应具有积极影响，收入较低

的乡村从农民政治组织化中获益更多。可见，农

民政治组织化兼具积极的收入增长效应和收入

分配效应，促进了乡村的包容性增长，验证了假

说 1 和假说 2。该结论首次证实了以农村基层党

组织为代表的农民政治组织化兼具“做大蛋糕”

和“分好蛋糕”的双重功效，促进了乡村包容性

增长。这意味着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

下，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全面领导的意义重

大而深远。 
农民经济组织化具有积极的收入增长效应

和消极的收入分配效应。农民经济组织化的回归

系数为正，模型 2 和 3 的回归系数分别达到 0.05
和 0.1 的显著性水平，说明农民经济组织化对收

入增长效应具有积极影响，提高了乡村的收入水

平。农民经济组织化与农民人均收入滞后一期的 
 

表 1  变量定义表 

类型 名称 符号 含义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农民人均收入 Lny 村经济总收入/村总人口，取对数 8.688 0.974 

核心解释变量 
农民政治组织化 PO 村党员人数/村总人口 0.029 0.017 

农民经济组织化 EO 村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人数/村总人口 0.039 0.105 

交互变量 组织互嵌 OE 村党员人数比重×村参加合作社人数比重 0.000 0.001 

控制变量 

乡村人口 RP 村总人口 663.499 588.572

外出劳务人数比重 POMW 外出劳务人数/村总人口 0.072 0.073 

土地流转面积 LCA 村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总面积 19.356 60.510

村集体总收入 TVCI 
村集体生产经营活动取得的经营收入、上交的

承包金以及财政等部门的补助资金 
5.436 17.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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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农民组织化的收入增长效应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PO 
17.865*** 

(1.778) 

17.626*** 

(1.782) 

18.454*** 

(1.883) 

EO  
0.804** 

(0.430) 

0.708* 

(0.435) 

OE   
48.793* 

(35.903) 

RP 
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POMW 
3.472*** 

(0.190) 

3.476*** 

(0.190) 

3.481*** 

(0.190) 

LCA 
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TVCI 
0.003*** 

(0.001) 

0.003*** 

(0.001) 

0.003*** 

(0.001) 

常数 
7.324*** 

(0.105) 

7.289*** 

(0.107) 

7.255*** 

(0.110) 

观测值 3263 3263 3263 

村庄数 299 299 299 

F 值 124.101 104.089 89.508 

F-sig 0.000 0.000 0.000 

R2 0.173 0.174 0.175 

adjR2 0.089 0.090 0.090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估计系数的标准误，下同 
 

交互项的系数为正，模型 5 达到 0.1 的显著性水

平，说明农民经济组织化对收入分配效应具有消

极影响，收入较高的乡村从农民经济组织化中获

益更多。可见，农民经济组织化对收入增长效应

具有积极影响，对收入分配效应具有消极影响，

进一步拉大了乡村的收入差距，验证了假说 3 和

假说 4。可能的原因在于合作社的生产运营往往

陷入“精英俘获”“内部人控制”和“大农吃小

农”的尴尬处境，合作社收益分配偏向于核心成

员，导致乡村收入水平差距拉大。 
组织互嵌有利于乡村包容性增长。组织互嵌

的回归系数为正，模型 3 的回归系数达到了 0.1
的显著性水平，说明组织互嵌对收入增长效应具

有积极影响，提高了乡村的收入水平；组织互嵌

与农民人均收入滞后一期的交互项的系数显著

为负，模型 6 达到 0.05 的显著性水平，说明组织

互嵌对收入分配效应具有积极影响，收入较低的

乡村从组织互嵌中获益更多。可见，组织互嵌对

收入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具有积极影响，促

进了乡村包容性增长，验证了假说 5 和假说 6。
可能的原因在于农民政治组织与农民经济组织

的互嵌，实现了二者的资源互补和制度耦合。一

方面，农民政治组织的经济化嵌入，可以建立基

于利益分配的紧密利益共同体，充分调动农民参

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提高农民组织化参与的水

平；另一方面，农民经济组织的政治化嵌入，可

以完善农民经济组织的治理结构，实现下乡工商

资本的良性嵌入，让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户更多地

分享乡村发展的红利。可以说，促进农民政治组

织与农民经济组织互嵌式发展，既是乡村共同富

裕的根本保障，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表 3  农民组织化的收入分配效应 

变量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Lny(t−1) 
0.244* 

(0.193) 

0.494*** 

(0.196) 

0.305* 

(0.193) 

PO 
4.302 

(16.381) 

15.387* 

(16.461) 

18.135* 

(17.565) 

EO 
2.773 

(10.568) 

2.679 

(7.835) 

10.437* 

(9.011) 

OE 
370.384* 

(461.478)

26.933 

(345.805) 

464.159* 

(603.942)

Lny(t−1) 
0.244* 

(0.193) 

0.494*** 

(0.196) 

0.305* 

(0.193) 

Lny(t−1)×

PO 

−0.089* 

(5.493) 
  

Lny(t−1)×

EO 
 

0.157* 

(1.198) 
 

Lny(t−1)×

OE 
  

−236.848**

(136.675)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AR(2)-P 0.180 0.591 0.833 

Hansen-P 0.363 0.830 0.246 

观测值 2637 2637 2637 

村庄数 297 297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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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替代性变量稳健性检验 
在检验农民政治组织化、农民经济组织化和

组织互嵌对乡村包容性增长影响的基础上，在此

主要进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检验。考虑到可能由

于测量误差等导致估计结果的不稳健，借鉴相关

研究成果，依据(2)式进行广义矩模型估计，采用

替代性变量方法对基准回归模型结果的稳健性

进行检验。本文将被解释变量“农民人均收入”

替换为“农村总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

表 4 汇报了被解释变量替换后的稳健性检验回归

结果。农民政治组织化的回归系数为正，在模型

9 和模型 10 中达到了 0.1 的显著性水平，说明农

民政治组织化提高了乡村收入水平，农民政治组

织化与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交互项的回归系数

为负，在模型 7 和模型 10 中达到了 0.01 的显著

性水平，说明收入水平较低的乡村从农民政治组

织化中获益更多。农民经济组织化的回归系数都

为正，除模型 12 外都达到了 0.1 的显著性水平，

说明农民经济组织化显著提高乡村收入水平，农

民经济组织化与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交互项的

回归系数都为正，在模型 11 中达到 0.1 的显著性

水平，说明收入水平较高的乡村从农民经济组织

化中获益更多。组织互嵌的回归系数都为负，在

模型 7、模型 9 和模型 11 中达到了 0.05、0.01 和

0.05 的显著性水平，说明组织互嵌提高了乡村收

入水平，组织互嵌与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交互

项回归系数都为负，在模型 9 中达到了 0.1 的显

著性水平，说明收入水平较低的乡村从组织互嵌

中获益更多。 
综上所述，农民政治组织化和组织互嵌兼具

积极的收入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促进了乡

村的包容性增长。农民经济组织化尽管促进了乡

村收入水平的提高，但却拉大了乡村的贫富差

距。以上的结果表明，替换被解释变量后的回归

结果与基准回归的结果基本保持一致，说明基准

回归模型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三) 异质性分析 
在证实基准回归结果稳健性的基础上，在此

主要进行收入分配效益的异质性分析。依据(2)
式进行广义矩模型估计，采用时间分区和收入分

组进行异质性分析讨论。以 2014 年为分界点，

划分成 2005—2013 年和 2014—2018 年两个时间

区段。之所以选择以 2014 年为分界点，主要的

原因在于 2014 年精准扶贫战略开始实施。以农

村基层党组织和农民合作社为代表的农民组织

成为脱贫攻坚的重要组织载体，在产业扶贫带动

贫困户脱贫致富中承担了重要社会责任，也因此

享受了政府扶贫开发项目和信贷支持等多方面

的政策扶持[39]。因此，精准扶贫前后农民政治组

织化、农民经济组织化对乡村包容性增长的影响

存在差异性，表 5 汇报了相应的回归结果。 
农民政治组织化与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

交互项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在模型 13 和模型 16
中达到了 0.1、0.01 的显著性水平，说明收入水

平较低的乡村从农民政治组织化中获益更多。而

且，精准扶贫后农民政治组织化与被解释变量滞

后一期的交互项回归系数无论是显著性水平上，

还是回归系数的大小上都明显提升了。说明精准

扶贫战略实施后，围绕“两不愁”“三保障”目

标的扶贫政策介入使收入较低的乡村从农民政

治组织化中获益更大。 
农民经济组织化与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

交互项回归系数由“正”变“负”，说明农民经

济组织化对收入分配效应的影响发生了由富者

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向帕累托改进的

“益贫性”转变，精准扶贫后收入较低的乡村从

农民经济组织化中获益更大，农民经济组织化

“益贫性”的转变是以精准扶贫政策为前提的。

而且，关于农民合作社是否为“益贫性”组织的

争论也在这里得到了统一。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发

现，精准扶贫前的研究大多得出“益富性”的结

论，而精准扶贫后的研究大多得出“益贫性”的

结论，这充分说明精准扶贫政策的介入对农民合

作社“益贫性”的重要影响，这也再一次证明了

政策性介入对合作社“益贫性”的重要作用。 
组织互嵌与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交互项

回归系数为负，在模型 18 中达到了 0.01 的显著

性水平，说明收入水平较低的乡村从组织互嵌中

获益更多。而且，精准扶贫后组织互嵌与被解释

变量滞后一期的交互项回归系数为负，且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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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稳健性检验 

变量 
农村总收入 农民人均纯收入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模型 11 模型 12 

Lny(t−1) 
0.175* 

(0.154) 

0.367*** 

(0.174) 

0.295*** 

(0.148) 

−0.243* 

(0.227) 

−0.021 

(0.102) 

−0.241* 

(0.181) 

PO 
4.400 

(15.637) 

3.123 

(19.871) 

11.800* 

(12.193) 

31.172* 

(26.769) 

1.937 

(4.238) 

6.729 

(10.466) 

EO 
7.419* 

(7.744) 

6.848* 

(10.018) 

8.069* 

(10.107) 

5.327* 

(7.135) 

3.828* 

(3.518) 

6.420 

(13.228) 

OE 
797.734** 

(454.895) 

89.154 

(691.461) 

708.474*** 

(320.910) 

85.046 

(228.374) 

83.645** 

(46.578) 

38.561 

(208.271) 

Lny(t−1) 
0.175** 

(0.154) 

0.367*** 

(0.174) 

0.295*** 

(0.148) 

−0.243* 

(0.227) 

−0.021 

(0.102) 

−0.241* 

(0.181) 

Lny(t−1)×PO 
−6.605*** 

(2.530) 
  

−59.626*** 

(28.184) 
  

Lny(t−1)×EO  
1.391 

(2.828) 
  

0.165* 

(0.173) 
 

Lny(t−1)×OE   
−109.230* 

(94.233) 
  

−12.096 

(101.518)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AR(2)-P 0.821 0.850 0.577 0.767 0.620 0.674 

Hansen-P 0.102 0.217 0.126 0.496 0.111 0.869 

观测值 2 637 2 637 2 637 2 637 2 637 2 637 

村庄数 297 297 297 297 297 297 

 
0.01 的显著性水平，说明相对于精准扶贫前，收

入较低的乡村从组织互嵌中获益更大，缩小了乡

村发展的贫富差距。总而言之，精准扶贫后农民

政治组织化、农民经济组织化和组织互嵌兼具积

极的收入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促进了乡村

包容性增长。 
以农民人均收入均值为分界点，划分成低收

入组和高收入组，表 6 汇报了回归结果。农民政

治组织化与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交互项回归

系数显著为负，在模型 19 和模型 22 中达到了

0.01、0.1 的显著性水平，说明收入水平较低的乡

村从农民政治组织化中获益更多。可见，农民政

治组织化兼具积极的收入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

效应，促进了乡村包容性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低收入组农民经济组织化与

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交互项回归系数显著为

正，达到 0.1 的显著性水平，而高收入组农民经

济组织化与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交互项回归

系数显著为负，达到 0.01 的显著性水平，说明农

民经济组织化对收入分配效应的影响发生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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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时间分区的异质性 

变量 
2005—2013 年 2014—2018 年 

模型 13 模型 14 模型 15 模型 16 模型 17 模型 18 

Lny(t−1) 
0.001 

(0.141) 
−0.232* 
(0.207) 

0.452** 
(0.257) 

0.077* 
(0.104) 

0.345*** 
(0.168) 

0.435*** 
(0.184) 

PO 
26.631* 
(25.089) 

3.307 
(188.938) 

38.156 
(58.004) 

11.993* 
(9.567) 

6.966* 
(9.655) 

2.072 
(11.549) 

EO 
3.572 

(11.110) 
38.465 

(96.855) 
18.007 

(37.361) 
2.350* 
(3.710) 

14.259*** 
(7.242) 

13.041* 
(8.168) 

OE 
215.463* 
(306.141) 

4,837.312* 
(5 196.056) 

519.735 
(2 475.461) 

327.948 
(310.996) 

157.472* 
(223.986) 

3.759 
(275.183) 

Lny(t−1) 
0.001 

(0.141) 
−0.232* 
(0.207) 

−0.452** 
(0.257) 

0.077* 
(0.104) 

0.345*** 
(0.168) 

0.435*** 
(0.184) 

Lny(t−1)×PO 
−3.330* 
(3.629) 

  
−4.417*** 

(1.688) 
  

Lny(t−1)×EO  
19.082* 
(19.979) 

  
-0.154 
(0.428) 

 

Lny(t−1)×OE   
−304.978 

(1 083.380) 
  

−176.321***
(88.098)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AR(2)-P 0.358 0.825 0.978 0.336 0.476 0.616 

Hansen-P 0.160 0.969 0.525 0.176 0.243 0.602 

观测值 1 714 1 714 1 714 923 923 923 

村庄数 296 296 296 287 287 287 

 
“消极”影响向“积极”影响的转变。可见，在

促进乡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在那些人均收入水

平较高的乡村，农民经济组织具备了“先富带动

后富”的经济实力，较高的乡村经济发展水平成

为农民经济组织化“益贫性”转变的重要前提，

说明较高的乡村经济发展水平是合作社“益贫

性”转变的重要保障，即合作社的“益贫性”依

赖于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总而言之，低收入组

农民经济组织化对收入分配效应具有消极影响，

而高收入组农民经济组织化对收入分配效应具

有积极影响。 
组织互嵌与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交互项

回归系数为负，在模型 24 中达到了 0.1 的显著性

水平，说明收入水平较低的乡村从组织互嵌中收

益更大。而且，相对于低收入组，高收入组中收

入水平较低的乡村从组织互嵌中获益更多，说明

收入水平较低的乡村从组织互嵌中获益的多少

依赖于乡村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可见，组织互

嵌具有积极的收入分配效应。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包容性增长既是乡村振

兴的重要目标，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效率

导向的“做大蛋糕”让乡村振兴获得核心动力，

而公平导向的“分好蛋糕”让乡村振兴更具可持

续性，二者共同构成了乡村发展螺旋式上升的通

道。研究构建了乡村包容性增长的概念框架，基

于云南省乡村面板数据，采用克服内生性的

GMM 方法检验了农民组织化对乡村包容性增长

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农民政治组织化促进

了乡村包容性增长，对乡村收入增长效应和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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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收入分组的异质性 

变量 
低收入组 高收入组 

模型 19 模型 20 模型 21 模型 22 模型 23 模型 24 

Lny(t−1) 
0.490*** 

(0.028) 

−0.025*** 

(0.002) 

0.281** 

(0.168) 

0.255* 

(0.241) 

0.379*** 

(0.176) 

0.726*** 

(0.273) 

PO 
7.999*** 

(4.019) 

13.765*** 

(3.181) 

4.990 

(43.693) 

42.239* 

(31.083) 

26.494* 

(19.197) 

5.743 

(9.240) 

EO 
0.067 

(2.895) 

14.047*** 

(1.903) 

5.130 

(36.030) 

3.498 

(8.611) 

5.432* 

(7.331) 

0.245 

(9.457) 

OE 
307.489*** 

(120.820) 

197.039* 

(122.776) 

48.218 

(963.146) 

328.107* 

(228.723) 

232.608* 

(195.047) 

278.628* 

(384.825) 

Lny(t−1) 
0.490*** 

(0.028) 

−0.025*** 

(0.002) 

0.281** 

(0.168) 

0.255* 

(0.241) 

0.379*** 

(0.176) 

0.726*** 

(0.273) 

Lny(t−1)×PO 
−6.782*** 

(1.575) 
  

−14.570* 

(20.683) 
  

Lny(t−1)×EO  
0.037* 

(0.023) 
  

−0.905*** 

(0.286) 
 

Lny(t−1)×OE   
−95.299 

(513.795) 
  

−240.873* 

(199.113)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AR(2)-P 0.359 0.103 0.268 0.820 0.409 0.449 

Hansen-P 0.117 0.169 0.897 0.665 0.332 0.482 

观测值 876 876 876 1761 1761 1761 

村庄数 196 196 196 263 263 263 

  
分配效应具有积极影响，在提高乡村收入水平的

同时进一步缩小了乡村的贫富差距。第二，农民

经济组织化对收入增长效应具有积极影响，对乡

村收入分配效应具有消极影响，在提高乡村收入

水平的同时却拉大了乡村的贫富差距。而且，农

民经济组织化的“益贫性”依赖扶贫政策的介入

和较高的乡村经济发展水平。第三，组织互嵌促

进了乡村包容性增长，对收入增长效应和收入分

配效应具有积极影响。而且，农民经济组织化的

“益贫性”依赖农民政治组织化的嵌入。简言之，

农民组织化是促进乡村包容性增长的重要保障。

乡村应构建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核心，以农民合

作社为支撑，以组织互嵌为引领的具有中国特色

的农民组织发展模式，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

组织化水平很高、深受广大农民欢迎的农民组织

化发展路子来[40]。 
(一) 充分调动农民入党积极性，发展壮大农

村基层党组织 
促进乡村包容性增长，是新时代赋予农村基

层党组织的重要使命。应调动农民参与农村基层

党组织的积极性，持续巩固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

核心地位。做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充分

发挥村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走好乡村全面振

兴共同富裕道路。一要把乡村作为“听党话、感

党恩、跟党走”主题教育的重要阵地，结合农村

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农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构

建好党的主流思想价值认同体系与话语体系，增

强党对农民的吸引力、说服力以及感召力。二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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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农村基层党组织激励约束机制，积极吸收拥

有乡土情怀的本乡本土优秀青年、致富能手、外

出务工经商返乡人员和复原退伍军人等加入农

村基层党组织，不断壮大农村基层党组织队伍，

促进农民政治组织高质量发展。三要聚焦农村居

民增收致富的迫切需求，以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深化为契机，积极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重建农民与集体之间的利益关联，让农民尤

其是乡村低收入农民更多分享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的红利。 
(二) 创新合作社治理体制机制，促进合作社

“益贫性”发展 
促进农民合作社“益贫性”发展，是合作社

的重要价值取向和应然状态。应强化农民合作社

内外部规制，加快推进农民合作社的规范化建

设，促进合作社公共价值导向。一是加强农民合

作社规范化发展的外部规制建设，发挥法律和政

策在合作社发展中的特殊引导和规范作用，促进

农民合作社“益贫性”功能的发挥。二是建立合

作社“益贫性”奖补的挂钩机制，把帮贫、带贫、

益贫能力大小作为合作社奖补的重要依据，制定

差异化的资金扶持政策，发挥农民合作社在共同

富裕中的作用。三是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

乡村，率先开展合作社示范社“农办、农管、农

享”的民主化建设试点，完善社员尤其是普通社

员与合作社的利益联结机制，推进合作社普惠性

盈余返还，让普通社员更多分享合作社发展的 
红利。 

(三) 加快“党支部+合作社”建设，促进农

民组织互嵌式发展 
促进“党支部+合作社”互嵌式发展，是农

民组织化创新性发展的必然逻辑。应加快推进农

村基层党组织与农民合作社互嵌式发展，把“党

支部+合作社”建设成为组织振兴的核心载体。

积极借鉴并推广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实

践探索经验，支持党支部带头成立合作社或领办

合作社。一是广泛动员党员参与合作社事业发

展，为合作社高质量发展提供人力支撑。发挥党

员在合作社公共事务治理中的模范带头作用，重

塑农民的集体化意识和组织化能力。二是支持在

合作社内部成立党支部，将合作社的主要骨干成

员吸纳成为党员或者选派优秀党员加入合作社，

推动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农民合作

社负责人。三是加快“党支部+合作社”互嵌式

发展，建设乡村“村社一体化”农民组织，加快

形成各类农民组织既分工又合作的乡村治理格

局，走好共同富裕的道路。 
总之，促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是新时代赋

予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农民合作社的共同使命。这

就要求农民组织进行功能性的转型与创新，从以

动员革命与组织生产为核心的功能结构，转变为

以增收致富、社会关怀和利益协调为核心的功能

结构[41]。在组织结构、管理方式和运行机制等方

面做出创新性变革，以农民组织振兴促进乡村全

面振兴。在党的基层组织层面，要以提升组织力

和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为重点，激发农民

参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积极性，让基层党组织成

为农村组织框架体系的领导核心。在农民合作社

层面，要促进合作社“农办、农管、农享”的民

主化进程，向公平正义回归，带领农民共同增收

致富。在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民合作社的互嵌层

面，要促进“党支部+合作社”互嵌式发展，提

升农民组织政治功能与经济功能的融合水平，在

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对乡村经济掌控力的同时，

强化农民合作社在乡村建设中的“益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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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farmers' organization promoting rural 
inclusive growth: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farmers' cooper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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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inclusive growth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Farmers' organization 
is an important path to reshape rural subjectivity and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the rural panel 
data in Yunnan Province, the path mechanism of farmers' organization affecting rural inclusive growth is 
revealed by using the generalized moment estimation model (GMM).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armers' 
organization has the dual function of "making a cake" and "dividing the cake". The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farmers characterized by the rural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has positive income growth effect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effect, and promotes rural inclusive growth. The farmers' economic organization 
characterized by the farmers' cooperatives, has both positive income growth effect and negative income 
distribution effect, which means increasing the rural income level and at the same time widening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The intercalation of organizations by the interaction of the two has positive 
income growth effect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effect, which is conducive to rural inclusive growth. More 
essentially,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effect of farmers' cooperatives is not natural, its "poverty benefit" 
depends on the embedding of the rural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the intervention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and the higher level of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of farmers' organization to promote rural inclusive growth from the 
aspects of improving the enthusiasm of farm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rural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innovating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of farmers' cooperatives and accelerating the embedded development 
of "party branches + cooperatives". 
Key Words: farmers' organization; farmers' political organization; farmers'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tercalation of organizations, inclusive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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